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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著意

中国史前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人
物、动物和几何形图案，而以后者为多，研究的
文章和书籍也比较多。前两类虽然也有所关注，
但缺乏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因此我想做一个初
步的尝试，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兴趣。中国有
非常发达的岩画，其中多有人物和各种动物。一
般刻画简单，艺术水平不高，特别是年代多不确
定，难以取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
在史前的艺术品中，人体艺术占有重要的位置。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 7000~前 5000
年）之初或稍前，吉林的白城双塔一期文化中便
发现陶片上有人面纹。稍后在燕辽地区的兴隆
洼文化中便出现了石雕的人像和小型的人面形
象。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达
到了相当发达的状况。使用的材质有石、玉、骨、

蚌、陶等。技法则有雕、塑、绘画、刻画和镶嵌等。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风格，有的表现整体人形，有
的只表现头部或面部，还有一些仅仅是像人面
的面具。有的重在体形，有的重在表情，有的则
高度模式化，似人似神，似乎有神秘的宗教意
味。内容可谓丰富多彩。按照各地不同的风格，
可大致区分为三大系统，并且各自形成长久的
传统。例如内蒙古赤峰地区与辽宁朝阳地区交
界地方的红山文化多陶塑裸体人像，明显是秀
肌肉。如今蒙古族的男子汉多膀大腰圆，摔跤
的时候也是秀肌肉。仰韶文化的人面纹特重表
情，陶塑人体和人头也重表情。现在北方的汉
人也重情感和仪表。南方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
—肖家屋脊文化人头像多拟巫鬼，楚越人也重
巫鬼，现在的南方人也多信鬼神。这三个系统

也明显与罐文化、鬲文化和鼎文化三个系统密
切相关。传统的力量多么神奇啊！世界上许多
地方的史前时期都有人体艺术，最早出现在旧
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各
地都有一些特色。比较起来，中国史前艺术的
特色更为鲜明。这里在前两期后面选了一些参
照资料，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比较明白了。中
国史前艺术中的动物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家
畜家禽和野兽野鸟，有爬行动物、鱼类和昆虫
等，还有想象中的龙凤。艺术手法有绘画、刻画、
石雕、玉雕、陶塑、泥塑和模仿动物的各种陶器
皿。有时与人物形象的艺术相互配合，相得益
彰。我国史前人体和动物形象艺术的发展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就全国而言，大致可以区分为
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年代和相应的考古学分

期如下。
萌芽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
发展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
繁荣期：
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
转型期：
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2500~前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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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
青瓷是最早的瓷器品种，浙江是青瓷的故

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
青瓷生产的历史始于夏商之际，从原始青瓷之
滥觞，至明清时期龙泉窑衰落，三千余年间，绵
延不绝。在几乎贯穿古代中国历史时期的维度
内，浙江地区的瓷业产品，始终以青瓷为主流，
名窑辈出，蔚为奇观。浙江古代青瓷不仅以高
超的工艺技术执青瓷生产之牛耳，而且与境内
外的其他区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
既表现为大规模的产品输出，也表现为烧制工
艺的传播与引进，还表现为审美取向与生产组
织形式的彼此交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浙江古代青瓷还存在官民两系，既供给民间社
会，也满足朝廷需求。正所谓“一部陶瓷史，半
部在浙江”。

浙江古代青瓷窑业遗存至为丰富，不仅代
无所阙，而且分布广泛。这些遗存是手工业考
古的重要门类——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研究
对象，但是，重要性远不只此。对于历史时期考
古而言，城址、墓葬、塔基、窖藏、港口、沉船等，
出土（出水）的遗物多为陶瓷，瓷器更是大宗。
瓷窑遗址考古实在有着基础性地位。若不能识
别窑口，判断年代，掌握瓷器特征之演变，历史
时期考古有时可能会寸步难行。瓷器为博物馆
常见的收藏品类，浙江省内的博物馆，更是多
数以青瓷为大宗，博物馆的研究和展陈，也会
面临类似的情形。古代瓷器的生产、流通与消
费，既是一种经济技术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文
化现象，还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瓷窑遗
址考古与古代瓷器研究的重要性，还要远远超
出考古学本身。浙江青瓷窑址考古与古代青瓷
研究，重要性其实无须多言。

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考古
与中华文明”课题立项，被时任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先生邀约承担“浙江古代青
瓷”研究。吾因深感责任重大，才学不足，甚觉
忐忑。斟酌再三后，方才偕同谢西营、张馨月二
位，接受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经反复酝酿，

我们明确以下思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
既有考古与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用新材
料，选取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书
稿撰写，有主有次，力求系统性、科学性和创造
性。我们以浙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
分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
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民两系中的“官”为辅
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以产品
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辅线，介绍青瓷流布与技
术辐射范围。我们的论述，以考古资料为基础，
其中又以窑址考古材料为主，文献史料结合使
用。我们追求论证的逻辑性，结论的严谨性，对
于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在有所甄别的同时，尽
可能参考借鉴；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工艺成
就，均做专门总结，并注重剖析产品特征与工
艺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
的考古学和史学视角外，还采用了工艺学、经
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我们特别引
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
分析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
和窑业体系。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系统梳理了浙江古代
青瓷的发展脉络，对各时期、各阶段青瓷的窑
场分布、发展轨迹、产业兴衰、产品特征、工艺
成就等，做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对于学界长
期关注的问题，诸如原始青瓷工艺曾否中断、
越窑历史时期与阶段的划分、越窑与龙泉窑的
承接转换、乳浊釉青瓷的渊源流变、龙泉窑的
起始年代、龙泉窑黑胎青瓷的性质、贡瓷与置
官监窑、龙泉窑和老虎洞窑与哥窑的关系、明
代龙泉窑是否存在御器厂等，均阐述了我们的
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予以论证，诸如
越窑衰落与产业转移相伴随、秘色瓷含义有

“两个不一样”、龙泉窑淡青釉与翠青釉青瓷有
共存期、吴越国官窑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官营
手工业、余姚官窑运行采取官民合作方式、南
宋官窑设立以临安府官窑为基础、南宋官窑系
青瓷工艺历经三阶段演进、哥窑缘于“仿官”风
尚等。

浙江古代青瓷，不仅历史久远，遗存丰富，
海内外的发现既多且广，学界研究成果需参考
者亦多，课题研究要想达成理想目标，殊属不
易。加之学力不济，又有时限之约，难免理想丰
满、现实骨感之憾。虽如此，依然期待本书对读
者诸君略有助益，期待考古界、史学界、博物馆
界、工艺美术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陶瓷鉴赏等领域的人士
批评指正。

书稿撰写采取合作的方式，执笔分工如
下：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至第三节、第五节，第
五章第一至第四节、第六节，第七章，郑建华；
第二章，张馨月；第三章，第四章第四节，第五
章第五节，第六章，第八章，谢西营。全书框架
构思和统稿工作由郑建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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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的特色

《淮北烈山窑址》系统整理并报告了 2017年
和 2018 年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成果，是安徽省
第一部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并出版的瓷窑址大型
田野考古报告，将极大地推动安徽瓷业考古的全
面开展与深入研究工作。我认为《淮北烈山窑址》
报告有以下特色。

第一，该报告做到了发表资料客观真实。由
于 2017年最初的发掘是地方考古单位抢救性清
理，编写者没有予以避讳，而是详细描述了在发
掘过程中存在的失误，真实还原了当时的发掘过
程以及发掘者对窑址的逐步认识过程。

第二，该报告遵循客观描述与研究成果分
开编写的原则。报告中按单位报道出土遗物，使
遗物还原到最初的发掘单位之中，让读者能够
了解当时遗物堆积埋藏环境和遗迹相互之间的
关系。为读者利用这批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提供
了便利。

第三，报告整理引入科技考古参与其中。发
掘者与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中国社会科学
院、景德镇陶瓷大学等科技检测单位合作，针对
烈山窑的制瓷技术、胎釉成分、烧成温度、燃料来
源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研究手段多样，研究
成果更加科学规范。同时，将科技考古成果作为
一章列入文中，而不似以往考古报告将其附录于
书后，更加重视了考古与科技两者的结合。

第四，报告采用全彩印刷，把过去放在书末
的图版随文字编排。目前，已有多个瓷窑类考古
报告将原放书末的图版放于正文中，方便读者对
照文字、线图阅读。此报告将所有类别的产品、窑
具以全彩照片公布出来，尤其是反映制瓷技术的
遗物均采用特写的方式公布，使读者能够全方位
地了解烈山窑产品制瓷技术的发展和演变。

淮北烈山窑发现的意义

烈山窑址位于淮北市烈山区烈山村，地处
雷河东岸，雷河通过濉河与大运河相连，水运交
通便利，烈山窑的产品可以通过大运河向外行
销。淮北烈山窑的发现意义重大，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北方窑业技术向南传播的中转站。烈
山窑产品主要有白瓷、青瓷、黄釉瓷以及三彩
器，从其陶瓷类器形特征、装烧工艺、陶瓷釉色
种类和胎釉料化学组成来看，烈山窑主要受定
窑、磁州窑以及巩县窑窑业技术的影响。烈山窑
北宋时期生产的白釉瓷器采用了覆烧技术，而
覆烧技术是定窑创烧的；金元时期的涩圈支烧
技术同样是来自定窑的支烧方法。而白地黑花
瓷器的发现，说明还受到了磁州窑窑业技术的
影响。烈山窑生产有大量白瓷和白地黑花瓷器，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是白瓷自北向南传播的
瓷业技术线路通道。另外，烈山窑还生产宋三彩
器物和建筑构件，出土大量烧造宋三彩的支钉、
三叉支烧、模具等，并且在出土器物的枕片和素
胎建筑构件上多次发现带有“鞏縣”字样的遗
物。巩县窑是烧制唐三彩的著名窑口，到了宋代
虽然衰落，但附近的芝田窑仍在烧制三彩器，表
明有巩县窑工来到了烈山地区传播宋三彩的烧
造技术。

第二，北宋窑炉体量大且构造特殊。烈山窑
发现的 6座窑炉均属于北方典型的马蹄形馒头
窑，窑炉建造技术较高，窑炉形体及装烧量较大。

其中Y4窑室面积近 24平方米，火膛大而且深，
窑炉总长度达 12米，这在北方北宋瓷窑中体量
最大。窑炉依山坡而建，有的窑炉具有一定坡度，
便于提高燃烧的抽力。在6座窑炉的火膛中均没
有发现炉渣，说明烈山窑宋元时期仍采用柴烧。
据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检测结果，烈山窑烧
造技术比较高超，在北宋时期可以烧制高温钙釉
印花大砖。

第三，向官府和寺院供烧瓷器及建筑构件。
烈山窑出土部分瓷器中带有釉彩文字，从文字
内容可以确定是供给官府和寺院的瓷器。如彩
绘“公用”的青釉罐片、刻划有“丘大人”字样的
罐片，表明存在官府定烧的产品。还出土许多特
供给佛教寺院用的器物，如彩绘文字“华严”“祐
德观”“清净會”等瓷器，显然属于寺院用器。烈
山窑址除生产大量日用器物外，还生产一些琉
璃龙形建筑构件、琉璃方砖和筒瓦，如黄釉琉璃
印花大砖，长宽均为 31.5、厚 4.5厘米。这类琉璃
砖多出于高等级的遗址或墓葬中，如广州南汉
国宫殿遗址中黄釉和褐釉印花地砖，辽代皇族
耶律羽之墓出土绿釉琉璃印花大砖等。在开封
铁塔的北宋琉璃砖上曾发现有“宿州土主吴靖”
字样，说明烈山窑生产的琉璃建筑构件很可能
供应至京城寺院。

第四，有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宿州窑。南宋周
辉《清波杂志·定器》记载：“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
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
非真也。”书中注云：“定器为宋时定州所出瓷器，
质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宋
政和、宣和年间窑最好，称为‘北定’；其出南渡后
者为‘南定’。北贵于南。”金代以仿定窑白瓷为主
要特色的宿州窑和泗州窑，位于萧县窑的南面与
东南面，与萧县窑接壤并存。叶麟趾先生认为宿
州窑在今安徽省宿县，亦仿定器者。胎釉颇似北
定，然终逊之。自定州窑减少以后，市多充定器。
宋金时期烈山窑址所在地归宿州管辖，烈山窑的
白瓷产品多白釉闪黄，在出土遗物中还发现有

“宿”字碗瓷片。据此可知，烈山窑址有可能是上
述周辉所述的宿州窑。

当然，《淮北烈山窑址》报告也难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有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认识，提出
来与作者讨论。由于有的出土器物不完整或太
残，在定名时欠准确。如第 453 页中记述的“支
圈”，应该是一个荡箍；第 238页记述的“三彩纺
轮”，极有可能是 1 件枕面出檐的三彩枕檐部
分。另有个别图号与文字不符，如第 701 页“图
9-1窑棒和垫砖示意图”，而文字介绍的是地层
堆积。作者在记述宋三彩和素烧器物时，均称之
为“三彩釉瓷”和“素烧瓷”。由于以往出版的考
古报告中，有将宋三彩称为“瓷器”的先例，这里
不作进一步讨论；但“素烧瓷”只是经过第一次
烧制的素坯件，尚没有上釉，还是称素烧器或素
胎器为好。

瑕不掩瑜，发掘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整理并
出版一部大部头的《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真
是值得称道的，为我们及时了解淮北烈山窑的产
品特征和烧制技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淮北烈山窑址》（全二册）
编著：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市文物局、淮
北市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定价：1200元

《淮北烈山窑址》读后
孙新民

《中国史前艺术》前言

《浙江古代青瓷》导读
郑建华

提起安徽省历史上的瓷业生产，一般会想到

唐代陆羽《茶经》中记述的六大青瓷窑之一的寿州

窑、五代至北宋时期专烧青白瓷的繁昌窑和隋唐

生产青瓷延至宋元烧制白瓷的萧窑，上述三窑并

称为安徽三大名窑。而淮北烈山窑址则是近年来

安徽省瓷业考古的新发现，2018年发掘结束时曾

召开专家论证会，我应邀参加并考察过现场。近日

收到《淮北烈山窑址》考古报告，我为作者在3年

多的时间内就整理出版考古报告深感惊讶，而且

如此书“后记”中所说“在完成野外考古发掘任务

的同时也兼顾报告的室内核对、绘图、描述等整理

工作”。我曾任过省级考古单位的负责人，知道各

考古单位专业人员太少，往往一个考古项目负责

人需要这个工地干完又去忙下一个工地，这样考古发掘资料就会积压被延期整理出版。当然，只要自

己挤出时间，边从事考古发掘边整理以往资料，也会加快考古成果的尽早面世。因此，《淮北烈山窑址》

考古报告的及时出版，也为我们从事田野考古的同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浙江古代青瓷》依托考古成果，借助古陶
瓷研究科技数据，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
浙江古代青瓷发展的脉络及其生产管理体系，
总结其历史成就，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就
其课题设计和形成的学术成果而言，堪称格局
宏大，结构严谨，论述系统，逻辑严密。不仅是
浙江古代青瓷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也可以
说是陶瓷窑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新的分支学
科以来，浙江瓷窑址考古异常活跃，新成果不
断涌现的一次科学总结，可谓新刻度、新标杆。

基于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瓷窑”和“窑系”，
如何与历史上传统的瓷窑概念相衔接，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该书作者引入文化结构和文
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把浙江古
代青瓷生产历史明确地划分为滥觞期、成长
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五大历史阶段，并
以“原始青瓷”“越窑”“龙泉窑”为三个代表时
期，以钙釉（薄釉）和钙碱釉（厚釉）为两个“主
导”时期，具有独到见解和深厚学养，观点新
颖。

在浙江青瓷历史研究领域，该书论者结合
历史上的贡赋体系，将浙江古代瓷业的生产经
营性质区别成民窑、贡窑和官窑三种类型，且
特别就“贡窑”和“官窑”两类窑业系统进行了

深入系统、精深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
见解，并作出了逻辑严密的详尽论述，其研究
成果堪称古瓷研究的一种典范。

该书把瓷业文化结构区分出“核心层、中
间层、浅表层”三个层次，又在“窑系”时空范围
的划定中，划分出“中心区、外围区、辐射区”，
并指出窑系界定应在瓷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
播的分析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地理、人文
地理、历史背景诸多因素综合考虑。在具体论
述中推出了“越窑”和“龙泉窑”两个代表性窑
业系统，兼论其他的窑业遗存。对于学界长期
关注的许多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专家推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任世龙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浙
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
青瓷产地，浙江古代的青瓷生产在中国乃至世
界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本书抓
住了这一古代浙江人民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
文明发展作出最大成就和独特贡献的内容进
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对于历史文化的挖掘、传
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促进作用。

本书以第一手考古成果为依托，梳理历史
文献，借助古陶瓷科技成果，对浙江古代青瓷
生产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
位、多视觉的梳理、研究和总结。资料全面、翔
实、丰富、可靠，研究深入细致，是目前第一部

系统地整理、研究、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发
生发展历程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反映浙
江古代青瓷生产水平的高水准学术著作，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的公开出版，对于反映
和展示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成就，凸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
要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将具有
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研究视野开阔，对当前本领域的研
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足够的把控能力。思
路清晰，逻辑严密，使用资料准确充实，研究
方法科学适当，学术结论有理有据。对目前
尚有异议的一些主要学术问题，都鲜明地亮

出了自己研究后的观点。有些观点显得视觉
独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本书提
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或系统理论
观点，例如，提出需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
（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窑和窑系问
题。再例如，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
的早期早段产品，都可能曾是南宋朝廷正式
设窑之前的临安府官窑产品，以此可厘清老
虎洞窑和乌龟山窑早期乳浊釉产品的工艺
技术来源和两窑之间的早晚关系等问题。这
些鲜活而有特色的研究思路与观点，具有很
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学术价值颇高，是突
出的亮点之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陈元甫

浙江古代青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对外文
化交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浙江研究古代青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青瓷发源地，在业界
享有“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的美誉。围绕
浙江古代青瓷的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数不胜
数，但这些研究和争鸣多着眼于某个窑系或某
个问题的探讨，鲜有宏观层面的论述。《浙江古
代青瓷》以其全面、系统的特点弥补了这一缺

憾，填补了浙江青瓷系统研究的空白。
本书的结构新颖独特。全书以越窑和龙泉

窑为主干、以同一时期不同的窑系为支脉；以
科学的考古资料为主、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为
辅，全面系统、繁简有序地阐述了浙江古代青
瓷的发展轨迹，各窑系的文化特征及相互关
系，既照顾了传统意义上的窑系，又不纠缠其
中。为今后编写浙江青瓷史提供了新的视野、
构建了良好的框架。

以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窑业遗
存，是该书又一创新之处。以文献为依据命名

窑口，以行政区域划分窑系，以造型和装饰等
作为产品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古陶瓷研究的主
要方式。而文献记载常常不够全面，行政区域
也时有变更，造型和装饰则是审美情趣的主要
反映，凡此种种，既阻碍了研究的进展，亦使许
多问题纠缠不清。本书以考古学的分析方法，
将窑系的确立标准归纳为核心层（胎釉特征）、
中间层（烧成工艺）、浅表层（造型装饰），将不
同窑系的分布区域划分出核心区、中心区及外
围区，从而抓住了各窑系的本质、分布层次以
及彼此的影响等关键要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胡继根

严文明


